本檔案未經整理
以信仰來看受刑人
















曾炫美
前言
傳統上，監獄被認為是高聳圍繞的獄牆，狹隘黑暗的監舍，荷槍實彈的守衛和殘酷貪婪的獄卒的「綜合」；是集合人類種種不道德的地方。「受刑人」這個字眼，在以前我也只能憑空想像，並對之保持距離，退避三舍。今日反省自思：「他們也是天主的子女，是我們的兄弟姐妹。」
一年多前，本人有幸到監獄生活體驗，實際與受刑人有所接觸，大大地改變了害怕的心理；且每次都令我感慨萬千，深思良久。為何十八歲以上且略曉刑法立法精神的成年人或品學兼優的學生，仍然做出一輩子引以為憾的犯罪行為？他們的內心世界又如何？有信仰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他們？我們能做什麼？下面就將這些問題一一加以探討。
一、犯罪動機、受刑人拘禁心理
首先，解釋何謂「受刑人」？所謂「受刑人」，是指因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，受到刑罰處分而被拘禁在監，失去自由者。
從心理學的觀點而言，一個處於正常自由社會中的人，當遭遇到挫折時，可以用不同方式和途徑對抗所遭遇的各種挫折情境。我國近年來，由於社會結構之變化，家庭制度之推移，經濟景氣之變動，生存競爭之激烈，物質生活之奢侈化，道德倫理之式微，政治秩序之不安，警察治安之不足，或犯罪增多的惡性循環等等，都會促使個人犯罪，帶動社會犯罪的猖獗。這些犯罪行為包含很濃的「情緒」與「不由自主」的成分。而在社會狀況日趨複雜的情況下，受到最大衝擊的是成長中的青少年，以致青少年犯罪案件有惡化的趨向，影響社會安寜至鉅。根據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觀護人調查報告，台灣地區少年犯罪原因，大致分為生理、心理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及其他因素（包括失學、好奇心、虛榮心、懶惰遊蕩、外力壓迫、缺乏法律常識等）。一個人的個性或人格，並非從道德價值著眼，而是從一個人的整個活動來說明。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在社會上與他人共同生活時漸漸形成的。因此，我們也有一份責任。
再讓我們看看受刑人的心理。美國學者Sykes認為，被禁於監獄中的受刑人，其入監之痛苦有：1.自由的剝奪。2.物質與受服務之剝奪。3.異性關係的剝奪。4.自主性的剝奪。5.安全感的剝奪。但他更指出監禁的社會意義是「道德的拒絕」，這種為社會所揚棄的「絕望感」才是受刑人的最大痛苦。受刑人為緩和這種痛苦與挫折，乃與其他受刑人積極產生互動。這種心理狀態，正是監獄化的基本原因1.。
另外，日本學者遠藤辰雄曾經分析受刑人之心理狀況如下：初期心理佔比例最高者為自暴自棄。其次三者比例相同，即1.認為一入監獄即有萬事皆終，一了百了的感覺。2.自認係由於自己的無法控制，而於犯行時行為失常。3.對於社會及特定的一些人遷怒。居第三位比例者為：「對自己之行為，因良心苛責，而感傷心悲歎。」居第四位比例者為：「決心在矯治機構中改過向善。」居第五位比例者是「絕望」。又，日本學者橋本鍵研究受刑人最感痛苦之事為時間與行動之受限制、無聊、沈悶、孤獨、脫離社會。而最感關心之事乃：家庭、出獄後的事情、身體、移送其他矯治機構、獄中的事。
舉一實例，一票據犯，原由於好心幫助朋友經濟上的困難。卻被朋友出賣，妄開支票，無法付清鉅款，於是被迫服刑。這位並非自身錯誤而背黑鍋的受刑人在被釋放後，回憶獄中的經驗（獄政欠佳情況），十分痛心疾首。期望獄政能加以改善，教化犯人安心自省，以期化腐朽為有用之材。這種值得同情的例子不在少數。
某教授言及參觀「少年輔育院」及「監獄」時，不論是在工廠或教室裏，所見到的是一雙雙呆滯或怨忿的眼神，不難體會到他們內心深處的吶喊。顯然地，他們恥於被人「參觀」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的感化教育較偏重於受刑者形體的禁閉，而沒有達到他們心理與思想意念上的真正輔導與感化。因此，遴選受過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及心理輔導人員，加入監獄及感化院的工作行列，以便從事專業性的心理輔導，並施以愛的教育，是很重要的。俾能身、心教育雙管齊下，而使受刑人獲得氣質上的改變，將來出獄後，可以開展新的生活，而不再故態復萌。當然，這種人力的投資，必須以政府的政策之配合作為大前提。
二、一般人的態度、獄政
監獄制度在人類社會生活中，是極其古老而又複雜的。一般人很容易籠統地認為監獄是用來囚禁犯人、懲罰犯人的「地方」。「監獄」長年來成為人類痛苦的極致或底層的象徵；「監獄」也被借用來暗示民間宗教輪迴「監獄」的可佈。有太多的社會偏見認為這些壞人應該多吃些苦頭。事實上，鄰國日本在戰前對監獄行刑制度，仍存著濃厚的「報復主義」觀念，認為監獄本來就是對犯罪人施以懲罰，給予痛苦，以嚇阻其再度犯罪，同時給社會民衆一個殺一儆百的場所，對受刑人根本不重視其基本人權。
然而，在近代人類民權運動影響下，戰後的日本頒行新日本國憲法，以保障基本人權為憲法最高指導原則後，整個監獄行刑的觀念與法制有了很大的改革。在現在所謂「現代監獄時代」，因人權理念的普及，監獄的矯治感化功能廣受肯定。
我國監獄行刑制度積弊深廣，主要是人權觀念未臻發達。監獄行刑的重點仍在監禁受刑人，限制其自由，使其接受贖罪的懲罰，而非對受刑人教育感化，使其適於新生的社會生活。因此，我們不但在監獄營建修繕的外形上，仍採高安全主義，以高大牆壁來防止逃亡，而且在監獄行政的運作上，也未致力於尊重受刑人的法律地位，以及其所具有的一切權利。
監獄行刑法第一條規定：「徒刑拘役之執行在使受刑人悔改向上，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。」因此，監獄的設置，雖用以集中拘禁違法而被判處刑罰的人犯，使其暫時與社會隔離，以免其繼續犯罪而危害社會；並藉束縛其生活自由來警誡懲戒其作奸犯科或蹈陷法網；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與功能，則在對受刑人施以矯治教化，使其知己過錯而改過向善；同時使其進修學業（少年監獄）或學習謀生技能，以備來日出獄後繼續求學或就職謀生。
傳統社會往往認為他們是犯過罪的「刑餘之身」，不願和他們親近。入獄前原有的社會地位、人格和信譽，經常難以回復，入獄時喪失的職業或經營的事業也不可再；長年囚獄也必使其財產權相當折損，有時且不免同胞父母生離死散，妻子兒女已各自東西；原來求學者，也多喪失學籍，使人生原有理想計劃完全幻滅。凡此種種打擊刺激，本就夠使出獄人難以忍受，若再加以謀生艱難的逼迫，社會歧視的屈辱，出獄人無法忍受這種世態炎涼和人情冷酷，往往會再仇視社會，怨恨人群，終至或以犯罪手段來謀求生活，或以殘酷行為來宣洩精神的苦悶或心理的怨恨。為免除這種後果，獄政之改良及社會大衆的正常心態，實為重要的一環。
三、信仰的態度、監守牧靈工作
自人類歷史之初，舉凡各民族、文化、宗教，傳統背景中，「尊重人」向來是人類倫理生活所共同努力追求的最高價值。
教宗若望廿三世也於一九六三年的「和平通諭」中，將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稱為「極重要的文件」、「時代訊號」。其後，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六九年將和平文告命名為「和平之道路之一：推行人權」。他並表示：「教會深信推行人權是福音的要求，而且這是教會牧職上的中心工作之一。」梵二大公會議多次討論基本人權，其中一處提到：「教會根據委託於他的福音，宣佈人的權利，並承認和重視現代各地為推動人權所做的運動。不過，這類運動應沈浸於福音精神內，並應保衛這運動，不致受到偽裝獨立的損害。」（梵二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四十一號」）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相當重視人權問題，他於「人類救主通諭」中，以相當長的篇幅（第十七號）來討論人權問題。他認為，倡導人權與教會在現代世界中的使命關係密切。尊重人權就是社會安定與普世和平的基礎。
一九五五年，聯合國深知「監獄中的人權，是人權中最薄弱的一環」。所以制頒「聯合國囚犯處遇最低基準規則」，明白揭櫫：「典獄制度之囚禁犯人，僅以基於正當理由而為拘禁及維護典獄規律所必要者為限，不得在此種拘禁之原有痛苦外，濫增受刑人之額外痛苦。」作為各國獄政之基本原則。現代監獄，以限制受刑人自由，為迫不得已的措施，不是為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，而是為達到使受刑人改過遷善，適於社會生活，是現代監獄行刑的最後目標。我們必須把握這一點。
從基本理論上來說，拘束一個人的自由是違背本性的，但對於犯罪者仍應行此限制自由的刑罰；不過仍應尊重其基本人權。下列情況可供參考：
（一）畢竟人犯還是人，不是「動物」。雖然「監獄」不能像觀光旅館一樣，讓犯人住在裏面享福，但是其生活水準，也不能和社會一般生活水準相差太遠。刑罰的主要目的是「教化」，而非「報復」。從信仰的角度看，瑪竇福音第五章39─44節，耶穌告訴我們：「不要『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』，當愛你們的仇人，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。」這些受刑人已經接受了懲罰，何以忍心再傷害他們？
（二）他們不應是被遺忘的一群，社會大衆對受刑人不要再存有偏見，增添他們不必要的痛苦。社會團體應儘量參與監獄所舉辦的活動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，在不妨礙監獄戒護安全的情況下），如球賽、康樂比賽，這樣才是真正推展再社會化。
（三）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。監獄外的社會，不要歧視出獄的人。難道「一旦犯罪，終身流氓」？「一旦跌倒，不得再起」？瑪竇福音十八章伯多祿問耶穌說：「主啊！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該寬恕他多少次？直到七次嗎？」耶穌對他說：「我不對你說：直到七次，而是到七十個七次。」因此，我們應拿出勇氣接納他們，特別是工商業界對於他們的生計。在法律方面，也不應對他們有任何歧視，以期真正能促使他們改過向上。
在信仰的光照下，最普遍的人權基礎在於「人是天主的肖像」，人的尊嚴來自於他能與天主建立關係。因著天主聖子的降生，人成了新的受造物，基督為全人類帶來了救恩，為善人也為惡人。祂也要求人彼此相愛，並關心最小兄弟。受刑人便是最小兄弟。瑪竇福音廿五章四十節中，耶穌告訴我們：「凡你們對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，就是對我做的。」再看看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記載「亡羊的比喻」，對於罪人的悔改，天上的歡樂是多麼大。這些受刑人的悔過自新的能力，受社會大衆的影響很大。我們的幫助能牽引他們的良知，不只天上歡樂，受惠的還是我們社會大衆。
誰敢說：「我沒有罪」？誰會說：「我是強者」？或許後者有人敢說，但是否毫無軟弱的一面？那就值得懷疑了！若望福音第八章耶穌憐憫淫婦的過程，生動感人，大家都有自知之明，人人都有罪，都不敢定婦人的罪。難道在今天帶罪之身的我們，能在已受刑罰的受刑人身上，額外加給負擔、痛苦嗎？我們實在沒有權利。何況軟弱之軀的背後，有多少值得同情的地方。
下面是一個活生生的故事，是曾坐過監牢十一年的一個弟兄的見證。他來自一個問題家庭、破碎家庭，失掉平衡、被離棄、放蕩、暴力、反叛。十四歲坐監、逃亡、報復，在獄中屬危險犯，是造反者、野蠻人，咒罵世界，一心只想作惡。是誰使他改變，讓他一步一步的站起來？使他認清自己的罪惡？使他流下痛悔的眼淚？這一位就是我們信仰的耶穌基督。他之所以能重新站起來，是由於找到了生活的天主。他並向人保證在獄中：「如果有很多罪過，恩寵卻更多。」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。而他與天主相遇的經驗，實該感謝某神父。
誠如上段所述宗教教誨之重要性。先總統蔣公在其所著《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》中說：「在犯人裏面，有心理疾病的人，常佔很高的比例。」「人之所異於禽獸者，在其有精神生活，精神生活得不到安定，人格便陷入破碎的境域，個人不能保持其人格完整，社會也就不能保持安定的秩序，和良好風氣。……要一個人拾其破碎的心靈，完整其完整人格，科學還是無能為力的，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，才是人格內在的安定力」。足見監獄牧靈之可行性。
宗教的力量能對青少年犯罪問題有所助益，這是許多人所肯定的。根據目前台灣統計，有宗教信仰的人大約佔百分之六十，但在大衆傳播上，宗教似乎是沈默的一群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佈的「社會事務關懷」通諭中，提出宗教不再是個人的事，凡是任何人間的事情，宗教都有其看法，甚至提出解決之道。教宗提出二十年來造成今日阻礙倫理發展的倫理因素是：1.唯利是圖，2.權利慾。在百分之六十的信仰人士中有不少科學家、人文學家、律師，若能將信仰與科學結合，指出使人類進步的因素，提出道德的觀點，聯結整體，就能發揮很大的力量。教宗倫理的呼籲：「在求利時如顧及社會關懷，則利的距離不會太大。而在利用權力時關懷社會，則權力的利用成了服務。」如何將倫理道德的意識播散到受刑人身上，這是監守牧靈工作的重要使命。
結論
天主並沒有要求人必須拿出合乎道德的憑證，才使人成為祂的兒女。自永遠，天父就是敗子的父親，祂接受人，並不管他如何。只要是人祂就接受。這些被關在監獄中的人，一點不差的是天主的兒女，是我們的弟兄。他們由於不同的背景原因而造成一時的衝動，蹈陷法網、失去自由。獄中的經驗，已夠其終身遺憾了，何以同為在主內的兄弟姐妹，再忍心歧視他們呢？如果我們有勇氣清楚的透視自己，就得承認，在我們心靈的深處，不盡全是那麼純潔，不偏不倚，毫無過失的。
天主往往利用困苦環境來教育人，人靈就像一塊璞玉，需要天主藝術家一再的琢磨。破碎了物質與鑿飛了的碎片不明瞭這一切，但工作仍不斷地進行，直到有一天這靈魂醒過來，看得清清楚楚而舉心向上。
除了呼籲傳播媒體的協助、獄政的興革、管理人的培育、工商企業的接納、社會大衆的關懷、平等心的態度外，還須加上宗教的力量、監守牧靈工作的強化。幫助這些曾經跌倒、受傷者，重新適應、回饋社會。讓這張白紙上的污點成為一股強有力的記號，振奮生命的泉源，在痛苦中成為正人君子，在充滿關愛的社會中體驗溫暖，感受到自己是天主內的一家人。

註：
1. 「監獄化」乃是受刑人自入監後，在此一非正式的受刑人團體生活，接受了監獄次級文化之濡染，遂變更自己原有的行為方式、思想與習慣、價值觀念，俾與原在監中之其他受刑人的行為標準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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